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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

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

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

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

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

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

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

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

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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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2020年1月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中国由企业业界展示社会责任承担的事件窗口。根据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企业捐赠报告》［1］的统计，截至 2020年 2月 24日，已有 1 774家国内企业

捐赠财物187. 10亿元。企业是如何确定其实际的慈善捐赠的？一些研究认为慈善是企业的应有之

义，即能力—责任匹配下的“达则兼济天下”［2-3］，① 更多的研究则将慈善捐赠理解为利己理性与

收益—成本权衡后的结果，如慈善是一种声誉资本与道德资本，有助于企业维持良好的形象并收

获消费者的信任［4］，甚至形成社会责任承担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5］。又或者将企业慈善捐赠理解

        ① 会计目标的责任观强调的是现代企业的会计目标除了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实现。与之相对的是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其认为企业行为只需要追求去道德化的个体利益，而外部性问题与社会福利问

题会在这一自我逐利过程中自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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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能力与乐观预期信号的一种主动性释放，这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并减少源自

外部的决策阻力［6］。还有一些研究则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企业应对外部依赖性资源压力的反应性

策略［7］。如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为寻求金融资源、政府补助采取的一种与政府间的互惠互换［8-10］，

特别是在政府官员更迭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与关系结构改变时，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重建政企关系

并获取地方政府支持［11］。此外，企业慈善捐赠还是企业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12］、转移公众负面评

价［13］、应对诉讼风险［14］的工具性策略。

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充分考虑企业间慈善捐赠决策的互动性特别是企业间可能存在的慈善竞

争的影响。一方面，与成熟市场国家不同，中国慈善捐赠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富人即企业的公

众认知会对企业形成较强的捐赠压力［10，15］，政府“劝捐”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约束，在头部

效应影响下，企业往往会参照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以及自身历史慈善捐赠水平相机抉择，因为

较低的捐赠水平不但无法传递“无私”的信号，还容易被理解为“为富不仁”与“糟糕的能

力”［16］。① 另一方面，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变相的“政治献金”［17］，当社会治

理结构的完善驱动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18］，企业慈善捐赠成为为数不多的企业谋求与

政府形成“互惠互利”隐性契约的合规性方式。更重要的是，只有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慈善竞争

约束下的结果，才能够更为深刻与完整地理解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逻辑，如大量亏损企业所

表现出的“穷人的慷慨”［6］以及慈善捐赠粘性的存在［19］。② 同时，基于竞争性框架分析企业慈善捐

赠，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慈善文化逐渐形成、企业慈善捐赠规范性不断提高的2019年，依然有近

46. 57%的上市公司未参与企业慈善捐赠。③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企业间慈善竞争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更具体地说，本文

在区域维度上试图分离出慈善竞争约束下企业参照他人的捐赠决策地区标尺效应，并据此构建捐

赠激进（捐赠增量大于标尺增量）与捐赠消极（捐赠增量小于标尺增量）两种对立性的企业慈善

捐赠动态调整策略，进而分析是何种因素主导与决定了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调整，并回答下述关

键问题：企业慈善捐赠是否是参照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相机抉择的结果？在政商隐性契约的争

夺中，企业为强化政企关系会始终坚持激进的慈善捐赠策略吗？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三点：其一，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

基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存在互动性这一理解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他人相机抉择后的动态

结果，这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逻辑；其二，在识别企业慈善捐赠决策调

整方向时，以地区标尺替代相关研究中使用的企业自身历史慈善捐赠水平，这能够对冲重大灾害

等特定突发性事件对实际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从而控制社会慈善需求、捐赠压力等不可测

变量的影响；④ 其三，本文通过捐赠激进、捐赠消极两种慈善捐赠相对策略的构建，识别出慈善

① 汶川地震时的万科“诈捐门”以及事后万科多次追加的捐赠，包括加多宝五年3.1亿元捐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大幅缩减

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为中国企业被动式捐赠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② 在章颖薇和胡明英[19]的研究中，慈善捐赠粘性被定义为“企业捐赠并不能随业绩的变化随之调整，且表现为易于向上调整

而难于向下调整，即业绩下滑时捐赠支出减量显著小于业绩上升时捐赠支出增量”。

③ 这一数据由作者根据 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考虑到企业捐赠往往会随着特定事件或重大公共事件

的发生而波动，我们也计算了 2009—2019年各上市公司财报附注中慈善捐赠支出为 0或缺失数据的公司数量占全部上市公司数

量的比率，该比率均处于41.54%—54.17%这一区间内。

④ 现有研究在测算企业慈善捐赠动态调整方向即企业是否更积极地进行企业慈善捐赠时，往往基于企业自身历史慈善捐赠

水平来测算，但这种思路存在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实际是对政府、社会捐赠需求响应的结果，在一些特定事件年份

（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社会捐赠需求的上升会导致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此时实际企业慈善捐赠水平

相对历史年份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企业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捐赠策略，因为绝对量的上升很可能同时表现为捐赠相对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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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的异质性策略结构，进而回答了现有研究中始终

无法充分厘清的一个问题：若资源竞争的结果是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不断抬升，当边际效应衰减

到捐赠是无利可图时，企业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二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一））慈善竞争的存在与参照他人的地区标尺效应慈善竞争的存在与参照他人的地区标尺效应

企业资源依赖理论与战略性慈善理论认为，企业有强烈的通过正面信息释放强化外部资源供

给者信任的意愿［20］，而企业慈善捐赠能够迅速地实现企业声誉资本与道德资本的积累［21］，因而有

助于企业与外部相关者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成为进行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因。

然而，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社会公众与政府不占有供应商、投资人、员工等利益相

关者的私有信息［22］，使得他们往往难以通过企业财务信息识别实际的企业慈善捐赠能力，而是简

单依据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来判断某一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是否足够。由于政府或公众把持了对

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资源，企业为满足他们的心理预期与偏高的慈善道德标准，只能超出企业慈

善捐赠能力保持较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因为较少的捐赠会被视为“不道德”［16］。这导致了其他

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成为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重要解释变量［19］，形成了企业受限于声誉约束而不得

不依据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作为参照标尺并决定最终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地区标尺效应，也一

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企业慈善捐赠成为一种背离内部最优决策的“逼捐”与“摊派”［23］。

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情景中，地方政府是土地、融资机会、财政扶持等属地稀缺性资源的绝

对权力配置主体［24］，形成相对融洽的政企关系并在政府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决定企业成

败的关键因素［17，25］，而当权力—资源交换渠道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便成为企业

建立政企关系的正式制度［11］。基于互惠互利的关系原则［10］，企业慈善捐赠这种基于利他目的而实

施的权益转移，成为建立政企关系沟通渠道、收获政府信任、积累企业声誉资本与获取政府补偿

性支付的便捷渠道。在资源稀缺性限制下，企业间对政府资源的争夺必然最终演化为围绕企业慈

善捐赠而展开的排他性竞争，企业期望通过对政府慈善捐赠需求更迅速地响应，强化与稳固政企

关系并保证外部稀缺性资源的可得性［26］。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在决定慈善捐赠水平时，会考

虑竞争者即地区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最终导致企业间慈善捐赠出现交互影响并形成地区标尺

效应。

（（二二））非合规风险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非合规风险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

李四海等［6］证实，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中存在典型的越亏损、越捐赠现象，这种

“穷人的慷慨”实际是亏损企业通过增加慈善捐赠以谋求政治资源及政府更大程度支持的一种选

择。章颖薇和胡明英［19］也基于企业为资源而捐赠的逻辑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粘性的出现，将亏损企

业慈善捐赠的维持视为参与资源竞争的结果。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产业资源，如低成本

融资权益、土地配给、财税支持等，存在“优势扶持”特征与相对意义上的“精英俘获”，在相对

悲观的政企关系契约竞争预期下，亏损企业很难通过增加慈善捐赠在短时期内打破现有的政企关

系结构从而“分得一杯羹”。① 此时，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形成实际上取决于对地区资源竞争的预

期，当企业难以通过捐赠激进获取资源或预期到即使捐赠也难胜出时，企业将辅之以相对消极的

捐赠收缩策略。

① 当然，亏损企业可能存在较弱的政企关系这一认知对国有企业并不成立，这也是李四海等[6]仅仅对亏损民营企业展开分析

的理由，但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产权属性变量加以控制，因而后续的分析不再特别界定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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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亏损企业为何依然表现出“穷人的慷慨”？戴亦一等［14］以及傅超和吉利［27］证实，企业慈

善捐赠除了可获取政府利益交换外，还是一种企业危机公关与转移负面评论的工具，特别是当企

业陷入较大的非合规风险时，企业有意愿通过捐赠激进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并谋求政治庇护，以

降低涉诉、违规等风险的冲击。高勇强等［13］证实，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属于“绿领巾”，是企

业为转移外界对其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而采取的工具性策略。考虑到非合规风险的暴露往往

与经营不善、亏损等关联，这也使得非合规风险掩盖成为在慈善竞争框架之外解读企业慈善捐赠

的恰当切入点。

（（三三））研究假设的提出研究假设的提出

⒈ 竞争预期与企业慈善捐赠

当战略性慈善理论成为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逻辑［6］，利己也因此成为企业慈善捐赠决策

的前置约束，政府的属地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一种排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得企业通过慈善捐

赠建立政企关系并谋求政治红利的竞争，更趋向于一种捐赠排名竞争的零和博弈，特别是当企业

不断提高慈善捐赠水平以保证在慈善捐赠排名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并谋求更稳定地与政府隐性

契约达成时，由于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企业内部权益资源向外部的完全转移，其需要企业通过慈

善竞争获取外部资源予以补充，也由此形成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盈亏平衡点。

对于那些已经建立较为稳定的政企关系并成为慈善竞争获胜者的企业而言，附加于政企关系

禀赋的政治红利对企业形成了较强的“反哺”，政府资源的增加支撑了企业能够维持较高的企业慈

善捐赠水平［28］，而互惠互利的契约形成也要求企业能够保证一定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以满足政府

需要。此时企业将采取地区标尺胜出的捐赠激进策略。①

但对那些业绩相对良好具有较强企业慈善捐赠支付能力的企业，当其迫切需要建立较强政企

关系以满足特定资源需求，又或者感知到已有的政企关系受到潜在竞争者的冲击，可能在政府资

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企业将产生强烈的通过超越其他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即地区标尺胜出的

捐赠激进策略的意愿［29］，从而保证在未来的资源竞争中拿到“入场券”。

然而，政府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慈善竞争必然属于零和博弈，这一过程中慈善竞争的胜出者

或乐观预期持有者可以通过政府在土地、信贷、税收与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扶持对慈善捐赠形成

“反哺”，从而保证捐赠是利己的。但对大量慈善竞争的失败者或悲观预期持有者而言，前期慈善

捐赠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不良资产［30］，使得企业面临巨大的源自债权人、员工及供应商的利益相关

者压力，并被他们理解为企业慈善捐赠存在过度支付的非理性。前期竞争失败必然导致外部资源

获取的减少，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实际支付能力，迫使企业越过慈善竞争的盈亏平衡点开始向捐

赠消极的策略转移，即大幅缩减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或采取其他相对低成本的政企关系维持方式来

替代企业慈善捐赠，② 并接受在慈善竞争中失败的结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a：：慈善竞争的胜出者或乐观预期持有者会采取地区标尺胜出的捐赠激进策略。

假设假设1b：：慈善竞争的失败者或悲观预期持有者则会采取降低慈善捐赠水平并低于地区标尺的

捐赠消极策略。

⒉ 非合规风险与企业慈善捐赠

战略性慈善理论认为，合规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当管理者感知的合规状态与规则制定者

的期望存在差距，企业将承受源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14］。这被Du［16］称为非合规风险或合规威胁。

① 外部资源的增加，也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内部风险感知，从而减弱采取捐赠激进策略的决策阻力。

② 低成本的政企关系维系方式包括聘用有政府工作经历的高管、将企业慈善捐赠方式由现金捐赠转为实物捐赠、降低企业慈

善捐赠水平但增加高管或股东个人慈善捐赠水平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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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企业会采取一些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措施抵消不当行为引致的非合规风险［27］，而慈善捐赠

由于能够减轻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不恰当行为的负面评价，企业存在通过采取捐赠激进策略向利

益相关者释放企业有能力改善其合规性状态的信号［31-32］，以降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非合规性的担

忧与风险感知［9］。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对司法效率的影响依然典型存在，政企关系对违规企业会形成一种事实

上的政治保护，如降低处罚力度或延长惩罚的时间［33］，甚至于即便有处罚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

执行［34］。捐赠除了能够让企业获得参与地区资源竞争的“入场券”，还具有化解非合规风险的“非

经济性”额外收益。即对那些具有较高非合规风险的企业而言，即使其在慈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或持悲观预期，企业慈善捐赠也能够成为一种危机公关的手段，使得企业通过提高企业慈善捐

赠水平而获得一定政治合法性，从而降低企业非合规风险并支付较少的违规成本［14］。

实际上，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企业诉讼的增加或遭受违规处罚［13，27］或面临较强的利益相关者

合规性质疑时［9］，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将显著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非合规风险的暴露，会使得企业无论持有何种竞争预期，都会倾向于选择捐赠激进

策略。

三三、、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一一））样本与数据说明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中国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剔除了所有金融类公司与ST公司，① 并剔除了财报

附注中营业外支出项目中未连续披露对外捐赠数据的样本以及当年才进行 IPO公开上市的公司数

据。为保证后续地区标尺测算的考虑，本文还剔除了时序期内存在公司注册地变更的样本，最后

对所有数据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控制离群值的影响，最终得到7 492个公司样本，时间

跨度为2007—2019年。② 文中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均源自CSMAR数据库，各省份市场化程度指数数

据源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③

（（二二））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本文分别设计模型（1）与模型（2）对前述待验证假设进行检验：
Donainit = β0 + β1Compsi，t - 1 + ∑φjXi，t - 1 + εi （1）

  其中，Donainit为捐赠决策哑变量（样本企业当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大于或等于当年地区标尺

水平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Compsi，t - 1为企业慈善捐赠竞争预期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决策周

期的影响与年度数据特征，Compsi，t - 1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Xi，t - 1为模型中引入的其他与慈善捐

赠决策相关的控制变量，并同样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依据变量Donainit取值将全部企业样本在每个年度上均区分为捐赠激

进组与捐赠消极组，并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模型（2）的估计：
Donascit = β0 + β1Compsi，t - 1 + β2Lawi，t - 1 + β3Compsit × Lawi，t - 1 + ∑φjZi，t - 1 + εi
    （2）

① 剔除所有金融类公司与 ST公司的理由是，金融类公司对区域政府掌控的稀缺性资源需求结构完全不同于其他行业企业，

很少或较少参与属地政治资源争夺，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权也集中于公司总部，而 ST公司则由于连续亏损，其慈善捐赠决策存在异

质性较强且连续性较差特征。

② 时间跨度确定为 2007—2019年，因为从 2007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才较多地在年度财报附注中营业外支出项目下披露公

益性捐赠或对外捐赠的分项数据。

③ 由于缺乏各省份2019年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中2019年数据直接使用2018年市场化指数数据进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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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Donascit为捐赠激进（消极）组的激进（消极）程度，以企业年度慈善捐赠水平与地区

标尺间的差距测算；① Compsi，t - 1为企业慈善捐赠竞争预期；Lawi，t - 1为企业上一年非合规性风险

程度；Zi，t - 1为其他与企业捐赠动态调整程度相关的控制变量。

在模型（1）中，本文首先将慈善竞争的地区口径确定为省份，② 并根据各上市公司注册地所

在省份归并，测算属于同一省份上市公司对应年份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平均值（各公司慈善捐赠

支出/公司总资产）得到地区标尺Dirdonej，t，再测算各公司企业慈善捐赠激进程度，当公司慈善捐

赠水平大于同一年省份地区标尺时，定义为捐赠激进 （Donainit = 1），反之定义为捐赠消极

（Donainit = 0）。
对慈善捐赠竞争预期变量Compsi，t，考虑到李四海等［9］以及李维安等［10］所证实的，企业慈善

捐赠的结果是政府补贴的增加，且在一个连续性决策模式下，获取补贴的增加意味着企业承担了

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满足政府社会捐赠需求的政企互惠的承诺邀约，本文分别以前三个连续年

度（t-3至 t-1）以及前三个个别年度（t-3、t-2、t-1任意期）企业是否获得源自政府的财政补贴

分层级测算企业慈善捐赠竞争预期，其隐含的逻辑是，当企业前三个连续年度均获得政府补贴时

（Treyeit = 1），代表企业与政府间具备稳定、良好的政企关系，企业是事实上的慈善竞争胜出者；

当企业在过去三年获得过政府补贴但未连续获得时（Treyeit = 0，Oneyeit = 1），代表企业具备一定

的政治资源禀赋，但政企关系需进一步加强，此时企业存在较强的采取激进策略参与慈善竞争的

意愿，也保持相对乐观的慈善竞争预期；当企业在过去三年未获得任何政府补贴 （Treyeit =
0，Oneyeit = 0），则表示企业即使参与慈善竞争，也难以迅速通过慈善捐赠打破僵局并改变现有的

政企关系结构，此时企业对慈善竞争持悲观预期。③

参考相关研究，模型（1）中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产权性质Posdit（国有企业赋值为 1）、资产收

益率Roait（税后净利润/总资产）、现金净流量Cashflit（净现金流/营业收入）、股权集中度Captit（前

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以及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Makpabit（市场化程度指数）。其中，产权

变量的引入是考虑到国有企业因为其政治属性，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并成为地方社会性

事务治理的重要补充，使得国有企业本身就具有通过捐赠响应社会需求的义务［28］，这种政治属性

也内在地形成了政府—企业间相对稳定的纽带，使得国有企业在慈善捐赠竞争中“赢在起跑线”，

进而偏好于维持较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

资产收益率Roait与现金净流量Cashflit的引入则是因为其反映了企业采取捐赠激进策略的内部

资源支撑能力。只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与相对充裕的现金流才能够保证企业具有一定的企业慈善捐

赠支付能力。股权集中度Captit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代理成本，当内部权力结构

相对分散存在较长的决策周期时，企业总是偏好于相对稳健的决策模式［10］。引入企业所在区域的

市场化程度Makpabit则是因为其能够间接测算属地政府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从而反映政府

① 为了后续分析的便利，对捐赠消极组，Donascit依然处理为正值，此时变量水平越大，代表企业慈善捐赠愈加消极，企业慈善

捐赠水平低于地区标尺的程度越大。

② 严格来说，企业的地区政治资源竞争更多地在城市一级展开，本文也尝试使用地区以及城市口径进行地区标尺测算，但由

于大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偏少，很难满足前文所提及的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排他性竞争的约束。即使政府控

制资源主要在城市一级进行分配，高层级的政企关系也能够通过关系下沉保证企业在城市一级具有优势，这保证了基于省际维度

测算地区标尺的合理性。

③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年度未获得政府财政支持而形成的慈善竞争悲观预期，可能会因为大股东、高管变更以及经

营模式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如任命了新的具有较高政治资源禀赋的高管，可能会产生以更激进方式进行慈善竞争以增强政

企关系的意愿与激励，但由于本文模型在测算竞争预期与捐赠决策时，仅仅考虑了一期，即使存在这种影响，也是相对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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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资源的禀赋条件及政府资源对企业融资、创新及未来发展的价值［35］，当政府持有较高的企

业发展必需的外部资源时，会增强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方式参与地区资源竞争的意愿。市场化程度

的引入也有助于控制政府“劝捐”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

在模型（2）中，为了测算企业非合规风险变量 Lawi，t，本文参考戴亦一等［14］的研究，使用

Wind数据库中上市公司“重大事项”披露中涉及的诉讼仲裁数量测算，并仅仅统计公司作为被告

的涉诉数量。控制变量依然选择资产收益率Roait、现金净流量Cashflit、股权集中度Captit以及企业

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Makpabit，还引入了企业是否在上一财务年度处于亏损的哑变量Returnit（当年

净利润为负赋值为1）。
文中所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四、、实证结果实证结果

（（一一））慈善竞争预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慈善竞争预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

由于Donainit为二值虚拟变量，本文对模型（1）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如

表2所示。①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以企业过去三年获得政府补贴的情况作为代理变量的企业慈善

竞争预期，确实显著影响企业捐赠激进决策概率，而变量Treyeit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显著弱

于变量Oneyeit。这表明，在企业慈善捐赠存在竞争的这一解读框架中，企业并不是“越竞争越捐

赠”及“越捐赠、越补贴”，而是存在典型的异质性策略结构与捐赠决策分化特征。当企业已经建

立相对稳定的政企关系，并获取了资源竞争的前期红利时，企业确实需要维持一个相对高的企业

慈善捐赠水平，这既是企业与政府间“互惠互利”隐性契约的一种表现，也是通过提高捐赠门槛

减少潜在进入者并维持竞争地位的结果；对那些尚未形成稳定的政企关系的企业而言，参与地区

资源竞争的潜在获利结果是可观察到的，而企业又尚未确立资源竞争的优势地位，缺乏稳定的政

企关系支持，此时其他竞争者的威胁会激励企业通过大幅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以更为激进的

慈善捐赠策略实现地区标尺胜出从而稳定慈善竞争的相对优势，本文假设1a得到证实。对那些在

① 建立固定而非随机效应模型的理由是，本文的实证样本基本覆盖了全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抽样随机性被有效控制了。当

然本文也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论支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Donainit
Donascit
Treyeit
Oneyeit
Lawit
Posdit
Roait
Cashflit
Captit
Makpabit
Returnit

变量名称

捐赠决策

捐赠激进（消极）程度

过去三年是否连续获得政府补贴

过去三年是否获得过政府补贴

非合规风险

企业产权性质

资产收益率

现金净流量

股权集中度

市场化程度

企业是否在上一财务年度处于亏损

观测值数量

7 492
7 492
5 766
5 766
7 492
7 492
7 492
7 492
7 492
 377

7 492

均 值
0. 631
0. 342
0. 267
0. 472
0. 135
0. 398
0. 176
0. 761
0. 590
0. 682
0. 677

标准差

0. 182
0. 067
0. 023
0. 183
0. 262
0. 277
0. 083
0. 288
0. 097
0. 079
0. 361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736
0. 076
0. 891
0. 829

0

最大值

1
0. 625

1
1

12
1

0. 828
1. 288
0. 255
0. 2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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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失败者而言，其采取低于地区标尺的捐赠消极决策即减少企业慈善捐

赠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为此时增加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是非理性的，难以通过政府资源“反哺”

保证慈善捐赠的利己，本文的假设1b也得到证实。

产权属性Posdi，t - 1 显著正相关于企业捐赠激进决策概率，国有企业由于内生的所有制属性，

确实在企业慈善捐赠上表现得相对踊跃，这既是附加于产权属性之上的职能义务，也是国有企业

长期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一种回馈［36］。首先企业资产收益率变量Roai，t - 1也确实正向影响企业捐赠

激进策略选择，捐赠依然是一个需要较强企业内部资源能力支撑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行为日渐常规化、制度化。不过变量Cashfli，t - 1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变

量Capti，t - 1与Makpabi，t - 1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则表现为一正一负。较好的市场环境与相对

较低的政府干预程度下，政府把持的稀缺性资源分配更为理性，也存在更多元化的政企关系建立

渠道，这弱化了企业对通过慈善竞争保证良好政治生态的依赖，而股权集中度的增加，降低了企

业慈善捐赠的决策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更易采取相对冒险的捐赠决策。

（（二二））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影响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影响

本文使用模型（2）进一步检验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并尝试厘清下述问题：亏

损企业的慷慨，是为了资源竞争还是风险掩盖？对持不同慈善竞争预期的企业而言，非合规风险

对捐赠决策的影响又是否相同？

为了分离出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异质性作用，本文按照变量

Donainit将全部上市公司样本区分为捐赠激进组与捐赠消极组，并使用Donascit这一水平值变量测算

激进（消极）的程度，在慈善竞争预期的代理变量选择上，考虑到需要考察不同慈善竞争预期约

束下非合规风险的影响，本文放弃了使用历史年度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的测算方法，使用企业过去

三年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Subsit测算当年企业慈善竞争预期。最终控制年度效应的混合面板估计结

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当将样本分解为捐赠激进组与捐赠消极组后，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

险对慈善捐赠动态调整程度的影响存在典型的异质性结构，对捐赠激进组样本而言，以获得政府

补贴水平Subsi，t测算的慈善竞争预期显著正相关于捐赠激进程度，但其二次项却显著负相关于捐赠

激进程度，而在捐赠消极组样本中，变量Subsi，t及其二次项的符号均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不同

的慈善竞争预期下，企业实际慈善捐赠虽然总体上表现为越过地区标尺的捐赠激进与低于地区标

尺的捐赠消极，但更深入的考察实际上能够发现，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实际动态调整存在三种模

式，即竞争胜出者的回归地区标尺（激进中的稳健）、持乐观竞争预期但政企关系有待加强企业的

持续超越地区标尺（激进中的激进）以及竞争悲观预期者低于地区标尺后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

续下滑（消极后的更消极）。

表 2　 捐赠竞争预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参数估计结果

变    量
Treyeit
Oneyeit
Posdi，t - 1
Roai，t - 1
Cashfli，t - 1

模型（1）：被解释变量Donainit
0. 071** （2. 543）
0. 426*** （3. 512）
0. 209*** （5. 817）
0. 103** （1. 953）
0. 226（1. 622）

变    量
Capti，t - 1
Makpabi，t - 1
年度效应

Chi2
Log_likelihold

模型（1）：被解释变量Donainit
0. 041*** （2. 914）

-0. 015*** （-4. 116）
No

513. 211***

-2 782. 693
注：*、**和***分别对应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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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规风险变量Lawi，t - 1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也在两个样本组中存在典型差异，对捐赠

激进组而言，企业涉诉风险的增加与更多非合规风险的暴露并不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企业实

际慈善捐赠水平更多时候是慈善竞争预期单一作用下的结果，本文的假设2并未得到证实。捐赠消

极组企业非合规风险则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即较高的诉讼风险会激励企业通过增加

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并向外部利益相关者释放积极信号，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也会相应地从

捐赠消极转向捐赠激进，即使企业存在捐赠消极意愿也依然愿意维持相对较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水

平，假设2对捐赠消极组企业是成立的。上述结论与傅超和吉利［27］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原

因在于：对诸多采取捐赠激进的企业而言，其已经维持了较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当企业非合

规风险暴露时，考虑到政治庇护进一步增强也不能罔顾司法，通过政企关系形成违规屏障的效应

有限，因而企业会将有限资源用于“救火”如加强诉讼投入或提供司法外的利益人补偿，而不是

投入到缺乏强制性责任约束、理顺内外部关系相对缓慢的慈善环节，对在政府资源竞争中处于劣

势、采取捐赠消极策略的企业而言，当出现较高的诉讼风险时，确实具有强烈的意愿通过提高企

业慈善捐赠水平改善合法性状态，减轻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并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心［14］。

此外，对亏损企业而言，表3的结果证实，亏损企业并不必然地表现出“穷人的慷慨”，亏损

企业的慈善捐赠依然更多地取决于企业慈善竞争预期，当企业存在乐观预期或处于竞争胜出者地

位时，亏损的出现确实将激励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主要目的：一是进一步通过政

治献金的增加获取政府倾斜性资源支持，以帮助企业通过对稀缺性资源的占有渡过难关；二是通

过慈善捐赠向外部相关者释放积极信号，以改善决策者决策环境，对那些持捐赠消极策略的企业

而言，慈善竞争悲观预期决定了企业即使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也难以迅速改善政企关系，由于

缺乏政府资源“反哺”，这种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增加难以为企业内部消化，亏损企业将转向捐赠

消极。换言之，在本文的实证结论中，只有那些乐观的穷人才表现出慷慨，也只有那些乐观的企

业，才会表现出企业慈善捐赠粘性。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看，企业慈善捐赠作为一种无偿的权益转移，依然需要企业具有较强

的盈利能力支撑，市场化程度相对完善的省份，政企关系相对融洽，“逼捐”与“劝捐”压力相对

较弱，这都会驱使企业向更稳健的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模式转移，也使得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理性

程度更高，更有助于慈善捐赠向自愿本元的回归与健康慈善文化的形成。

（（三三））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⒈ 控制内生性

严格来说，由于本文模型（1）和模型（2）中解释变量均进行了一阶滞后处理，企业慈善捐

赠决策（被解释变量）与财政补贴获取（解释变量）之间的当期双向因果问题基本得到控制，考

表 3　 非合规风险与控制年度效应的混合面板估计结果

变    量
Subsi，t - 1
Subs2 i，t - 1
Lawi，t - 1
Subsi，t - 1 ×
Lawi，t - 1
Returni，t - 1
Posdit

模型（2）：被解释变量Donascit
捐赠激进组

0. 028** （2. 117）
-0. 071*** （-3. 658）

0. 221（1. 104）
0. 039（1. 262）

0. 428*** （2. 871）
-0. 315*** （-3. 366）

捐赠消极组

-0. 104*** （-3. 865）
-0. 104** （-2. 347）
0. 162*** （3. 351）

-0. 593*** （-4. 869）
0. 036** （2. 081）

-0. 628** （-2. 511）

变    量
Roai，t - 1
Cashfli，t - 1
capti，t - 1

Makpabi，t - 1

年度效应

R2

模型（2）：被解释变量Donascit
捐赠激进组

0. 155*** （4. 458）
0. 102（1. 659）
0. 006*** （3. 467）

-0. 021*** （-3. 273）
Yes

0. 373

捐赠消极组

-0. 089*** （2. 873）
0. 034（0. 968）
0. 025（1. 292）

-0. 046*** （-2. 794）
Yes

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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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政企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相对长期过程，且一旦形成某种关系特征，则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不会因暂时的政府官员变更、企业短期行为波动而改变，这会一定程度上衍生政府政治资源分配

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持续性，为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对结论的干扰，本文进行如下处理：

首先，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影响。考虑到本文中核心解释变量（慈善竞争预期）

是以企业历史年度政府财政补贴机会间接测算，企业获取财政补贴往往被视为企业具有较强政企

关系的一个必然的资源分配结果［36］，因而本文使用许年行等［33］采用的政企关系代理变量——高管

红顶化，作为慈善竞争预期Compsi，t - 1与政府财政补贴Subsi，t - 1的工具变量以剥离内生性。这一选

择的合理性在于，高管红顶化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强化政企关系的手段，有助于企业参与地区政治

资源竞争，从而表现出与慈善竞争预期的相关性，在既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任期约束下，

高管红顶化又在短时期内不受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动态调整的影响，这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①

具体地，当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现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前任政府官员时，高管红顶化变量

Politicsit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利用该工具变量重新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

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影响后，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企

业慈善捐赠决策间依然显著正相关，假设1a和假设1b在 IV估计下同样成立，企业非合规风险暴露

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也仅在捐赠消极组样本中显著。总体看，前文的结论在引入工具变

量控制内生性后依然稳健。

其次，遗漏与慈善竞争预期相关的变量，也可能引致模型出现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

步控制地区财政压力和企业营商环境的影响。黄伟和王旸［28］证实，较强的地区财政压力会促使地

方政府向企业“劝捐”，这导致企业不得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慈善捐赠水平且难以完全自主调

整。因此，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地区财政压力变量Polpsit和营商环境变量Buseviit，其中Polpsit使
用各省份预算内财政缺口率测算，而Buseviit则使用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测算。估计结果如表 5所

示。②根据表5估计结果，引入地区财政压力和营商环境变量后，企业慈善捐赠预期对企业捐赠决

策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这证实本文的结论在控制遗漏变量偏差后依然是稳健的。

① 本文对高管红顶化变量Politicsit进行了外生性检验，Sargan检验和Basmann检验均在 10%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工具

变量选择满足外生性约束。

② 在实际估计时，根据各上市公司注册地省份编码，对企业按省份进行地区财政压力与营商环境指数赋值。

表 4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 IV 估计结果

模型（1）
变    量

Politicsi，t - 1
Posdit
Roai，t - 1
Cashfli，t - 1
Capti，t - 1
Makpabi，t - 1
年度效应

Chi2
Log_likelihold

被解释变量Donainit
0. 023*** （2. 813）
0. 193*** （4. 274）
0. 072** （2. 413）
0. 136（0. 831）

-0. 026** （2. 127）
-0. 005* （-1. 912）

No
355. 101***

-1 239. 882

模型（2）：被解释变量Donascit
变    量

Politicsi，t - 1
Lawi，t - 1
Politicsi，t - 1 × Lawi，t - 1
Returni，t - 1
Posdit
Roai，t - 1
Cashfli，t - 1
Capti，t - 1
Makpabi，t - 1
年度效应

Chi2
Log_likelihold

捐赠激进组

0. 014*** （3. 065）
-0. 051（-1. 258）
-0. 021（-0. 958）

0. 229** （2. 132）
-0. 186*** （-5. 283）

0. 430*** （3. 246）
0. 061（1. 347）
0. 042*** （2. 661）

-0. 016*** （-2. 902）
Yes

345. 387***

-1 384. 340

捐赠消极组

-0. 047** （-2. 422）
-0. 108*** （-2. 547）
-0. 112*** （-2. 514）

0. 053*** （3. 547）
-0. 374*** （-3. 011）
-0. 326*** （4. 117）

0. 052** （2. 884）
0. 009（0. 782）

-0. 024** （-2. 276）
Yes

386. 423***

-1 76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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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 指标敏感性检验

本文对模型（1）进行如下指标敏感性检验：一是以同地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平均值作为地区

标尺时，剔除Donascit变量介于0%—20%分位值的企业样本进行估计；二是使用同一省份上市公司

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中位数替代前文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平均值作为企业慈善捐赠的地区标尺

Dirdonej，t，进而测算企业慈善捐赠变量Donainit；三是在以同地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中位数作为捐

赠标尺的同时，剔除Donascit变量20%分位值样本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同理，本文对

模型（2）进行如下指标敏感性检验：一是以同地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平均值作为地区标尺时，剔

除20%分位值样本；二是使用地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中位数作为地区标尺划分捐赠激进组与捐赠

消极组；三是使用中位数标尺时剔除Donascit20%分位值样本，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6与表7的估计结果，关键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与符号同前文估计结果差异极小，且使用

中位数而非地区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平均值作为地区标尺测算时，慈善竞争预期及分组样本中非合

表 5　 控制可能遗漏变量的模型 （1） 估计结果

变   量
Treyeit
Oneyeit
Posdi，t - 1
Roai，t - 1
Cashfli，t - 1
Capti，t - 1

模型（1）：被解释变量Donainit
0. 093*** （3. 578）
0. 286*** （3. 242）
0. 277*** （4. 987）
0. 116** （2. 201）

0. 310（1. 032）
0. 025*** （3. 314）

变    量
Makpabi，t - 1
Polpsi，t - 1
Busevii，t - 1
年度效应

Chi2
Log_likelihold

模型（1）：被解释变量Donainit
-0. 022*** （-3. 626）

0. 056（0. 537）
-0. 015* （-1. 828）

No
638. 532***

-3 108. 803

表 6　 模型 （1）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Treyeit
Oneyeit
控制变量

年度效应

Chi2
Log_likelihold

剔除20%分位值样本

0. 029*** （3. 768）
0. 107*** （2. 891）

Yes
No

447. 283***

-2 782. 686

中位数标尺

0. 082** （2. 147）
0. 138*** （4. 616）

Yes
No

334. 064***

-3 129. 332

中位数标尺+剔除20%分位值样本

0. 231*** （3. 085）
0. 195*** （3. 649）

Yes
No

493. 282***

-2 721. 731

表 7　 模型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Subsit

Subs2 it

Lawi，t - 1

Subsit × Lawi，t - 1

控制变量

年度效应

R2

剔除20%分位值样本

捐赠激进组

0. 046***

（2. 965）
-0. 028**

（-2. 613）
0. 336**

（1. 967）
0. 015

（0. 938）
Yes
Yes

0. 466

捐赠消极组

-0. 223**

（-2. 143）
-0. 019***

（-3. 875）
-0. 264***

（-4. 256）
-0. 170***

（-4. 313）
Yes
Yes

0. 337

中位数标尺

捐赠激进组

0. 075**

（2. 127）
-0. 051***

（-3. 765）
0. 791

（1. 628）
0. 049

（1. 352）
Yes
Yes

0. 298

捐赠消极组

-0. 065**

（-2. 387）
-0. 012***

（-3. 358）
-0. 135**

（-2. 545）
-0. 112

（-1. 631）
Yes
Yes

0. 320

中位数标尺+剔除20%分位值
样本

捐赠激进组

0. 193***

（4. 228）
-0. 088***

（-2. 986）
0. 341

（1. 501）
0. 12

（1. 326）
Yes
Yes

0. 377

捐赠消极组

-0. 096**

（-3. 985）
-0. 053**

（-2. 543）
-0. 177**

（-3. 436）
-0. 285***

（-2. 571）
Yes
Yes

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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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风险的影响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这即说明企业实际进行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时，存在更为突出

地参照他人特征，也能够证实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五五、、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

现有研究在分析企业慈善捐赠时，并未充分考虑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企业

更多地表现出战略性慈善捐赠动机时，企业间慈善竞争是显著存在的。基于这一理解，本文通过

对慈善竞争地区标尺的论证与测算，将慈善竞争的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并检验

了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

为资源而捐赠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当存在慈善竞争时，“越竞争、越捐赠”仅仅存

在于那些慈善竞争的胜出者或乐观预期者的企业中，但对那些慈善竞争的失败者或悲观预期者的

企业而言，当企业慈善捐赠不再有利可图时，企业会转向低于地区标尺的捐赠消极策略。第二，

基于不同的竞争地位或竞争预期，企业慈善捐赠策略更多地表现为慈善竞争的胜出者激进中的稳

健、竞争乐观预期者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慈善竞争的失败者消极后的更消极三种决策模式，这种企

业慈善捐赠策略分化，是中国上市公司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异质性结构形成的内在原因。第三，非

合规风险暴露会激励企业通过捐赠激进进行危机公关。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仅

仅对捐赠消极者才显著，对捐赠激进者而言，诉讼风险的出现，并不显著提高慈善捐赠水平。

上述结论的政策蕴意在于，如果慈善竞争预期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这一前提是成立的，

说明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理性相对较高，能够基于慈善竞争预期而形成相对合理的捐赠决策，

利己依然是决定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键约束，战略性慈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企业慈善捐

赠行为。为了保证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机制化与常态化并形成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自省氛围，要

求政府在稀缺性资源分配中能够构建相对合理、透明与公正的资源分配机制，避免直接将社会责

任承担与政府倾斜性支持简单挂钩，形成微观层面非理性企业慈善捐赠的扭曲激励，以驱使企业

慈善捐赠行为进一步从“自利行为”向“兼济天下”转移，形成有利于企业慈善捐赠文化形成的

共赢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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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The attack of COVID-19 in 2020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China's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has also stimulated the upsurge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in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interprets the motivation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truism or strategy，ignoring the impact of charity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on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In fact， the final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
making will inevitably refer to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level of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region.

In the analysi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harity competition，

regards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as a result of referring to other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and uses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7 to 2019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charity competition 
expectations and non-compliance risks on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giving for resourc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tives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charity competi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For optimistic expectants of charity 
competition， enterprises tend to adopt the strategy of radical donation （namely， the enterprise charity donation of 
surpassing others）；and for pessimistic expectants and 'losers' of potential charity competition，enterprises tend to shrink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charity donation，which is shown as negative don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different charity 
competition expectations，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will be divided into stability in radicalization，

radicalization in radicalization， and more passivity after passivity.  The exposure of non-compliance risks of enterprises 
will also stimulate enterprises to conduct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by expand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
which， together with charity competition， determines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However， the 
impact of non-compliance risks only aff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gative donation decision-maker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main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ncept of charity competition is introduced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is  interactive， this  paper  regards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as a dynamic result after referring to others' discretion.  This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in China.  Second， this paper uses the regional scale， rather than the historical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used  in  relevant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adjustment direction of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on charitable donation.   This charitable donation can hedge the impact of specific emergencies 
such as major disasters on the actual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level， thus controlling the  impact of  unpredictable 
variables such as social charitable demand and donation pressure.  Third，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heterogeneous strateg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optimistic expectation and pessimistic expectation in the 
charity competition by constructing two relative strategies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radical  donation  and  negative 
 don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charity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veal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harity competition on the final level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This is conducive to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making differentiation， and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and manage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charity competition；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 regional scale； radical donation； negative 
donation； non-complianc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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